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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外传播活动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而

华人华侨的主动传播一直是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重要

途径之一。维系华人华侨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促进其

自觉传播中华文化行为的主要心理动因是什么，哪些

华人华侨群体更有传播意愿，他们接受和传播中华文

化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这是了解华人华侨传播中华

文化行为的核心问题。

一、身份认同与群体传播

（一）关键概念的界定

1、华人华侨是本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和研究对

象。本研究关注的是有海外生活经历、可以在海外进

行中华文化传播的人群，故采用广义定义，将华人华侨

界定为拥有海外生活经历并且有华人血统的人群，囊

括了日常所说的海外华人、华侨、华裔、归侨、留学生、

工作外派人士等各不相同又可能存在交叉的概念。

2、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身份认同理论蕴含着“同一

性”和“独特性”的统一。一方面用来界定“自我”定位，要

求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着重体现与“他者”的相异性。

社会认同是身份认同的一种，指人们对自身社会

身份的认同。亨利·泰费尔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一个

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其自我概念的重

要组成部分，认为个体会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

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

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被分为社会类化、

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个过程。社会类化指将对象、

事件和人进行归类，找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相异；社会

比较将自己所在群体和其他群体在层级上进行横向比

较；积极区分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群体的优势，

然后与其他群体进行主动区分，从而提升自身水平。①

身份认同程度指个体在某一文化群体间的身份确

认度，即指该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确定自己属于这个群

体而不属于其它群体。本文具体是指对作为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的群体成员的身份确认度，可以通过身份

认同相关变量进行测量。

（二）身份认同与传播行为

身份认同与传播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身份

认同相关研究往往与主体、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权

力、心理、阶级、性别、种族等议题相联系，并将其区分

为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

心理学家迪克对组织认同从认知、情感、评价及行

为这四个方面进行测量。②在身份认同相关研究中，人

口统计学变量始终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③这也是本研

究的切入点之一。

华人华侨作为一个群体，内部信息流动的方式属

于典型的群体传播，即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

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它区别于大众传播专

业性、组织性的信息组织形式，更多体现的是所有群体

成员在传播过程的作用。典型的群体传播中，群体成

员会秉持某一共同的“群体意识”，包括群体感情、归属

意识、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④群体意识是群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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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的结果，一旦形成就会对群体成员的个人态度

和行为产生制约作用。

不少研究发现媒体的传播行为是身份认同形成的

重要因素。有学者以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美国为

例，对媒体消费有助于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进行实证

检验，证实了大众媒体消费与国家认同形成之间的积

极关系。⑤有研究发现，有效的传播行为要以认同作为

基础。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需要根据受众的价值认同

取向进行不同策略的有针对性的选择，⑥其传播行为是

受众基于身份认同需求的主动性行为，受众主动使用

媒体，可以构建并寻求合法化的身份认同。⑦

（三）华人华侨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播

华人华侨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而且是传播的主力军。在华人华侨身份认同与传播之

间的关系上，华文媒体（或华人媒体）被认为对身份认同

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认为，民族媒体是不同民

族身份认同的关键诱导因素。⑧还有研究认为，华人华

侨希望始终与祖国保持绵延不断的关系，会乐于接受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传播，成为其主要受众群体。⑨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针对华人华侨的中华文化传播行为，以身

份认同作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分析，探

究其传播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尤其该行为与作为

中华文化群体成员的认同程度的关系，以及高认同群

体的特征。

一是华人华侨接受与传播中华文化行为上有何特

点，在媒介选择上是否存在倾向？新兴社交媒介是否

取代了聚会和集会等传统人际传播行为？

二是身份认同作为心理动因，对华人华侨文化传

播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三是对于中国人身份具有较高认同程度的人群具

有哪些特征？与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海外定居时

长、现国籍、现居住国等存在何种关联？与其传播行为

的选择存在何种关联？

（一）研究框架

根据这三个问题将本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

索华人华侨接受、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以期在研究对

象媒介使用偏好的对比中发现规律；二是探求哪些个

体身份特征与身份认同程度具有相关性及其影响因

素；三是验证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其接受、传播中

华文化行为之间的关系（见图1）。
（二）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基于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提出。前两个问

题，即接受、传播中华文化的传播方式和与身份认同程

度相关的身份特质，属于探索性研究，通过研究的发掘

才能确立研究更加明确的数值层面的假设。第三个问

题是验证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设定得更为

具体。假设如下：

一是华人华侨在接受、传播中华文化时，对不同媒

介存在使用偏好，构成他们的传播特点。

二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海外定居时长、旅外目

的、国籍、现居地等可能成为影响身份认同程度的因素。

三是身份认同程度、接受中华文化传播行为、对外

传播中华文化行为三者之间呈正相关性，高身份认同

群体的中华文化传播行为最为主动。

图1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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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搜集

数据。问卷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发放，回收后进行整理

和预处理，然后使用SPSS工具进行问卷数据分析，综合

使用了可靠性检验、交叉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

比较、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

1、问卷设计。问卷设计的题目内容紧扣研究问

题，共设置了47题，分为筛选、身份认同、接受传播、对

外传播、传播渠道、身份信息六大部分。

筛选部分用于筛选出有海外定居经历、有华人血

统的目标研究对象，取筛选题目符合标准的问卷视为

有效问卷。

身份认同部分。研究基于迪克提出的认知、情感、

评价及行为四个维度，来测量认同程度由低到高的四

个层级：一是认知的：即个人觉得自己实属某一团体，

并了解此团体的特性；二是情感的：个人不仅对认同团

体或对象有归属感，并且在情感上有团体内与团体外

的划分；三是知觉的（评价的）：除了认同对象团体，且能

产生爱好的感觉，在其中自得其乐；四是行为的：不只认

知、态度和价值观，尤重于行为表现出认同团体或行为

的特性。在这四个层次架构上设计了15道量表题和赋

值方向，以“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划分，每题根据选项（正向）赋值1-
5分。在统计时，将该15道题量表进行赋值标准化，得

到1-5分范围内的数字，代表“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接受传播部分包含 10道李克特五级量表，每题根

据题意为选项赋值1-5分，用来考察研究对象在接受中

华文化的积极程度，得分越高，说明越易于接受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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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统计时，将该10道题量表得分进行赋值标准化，

得到1-5分范围内的数字，代表“接受传播行为指数”。

对外传播部分包含 10道李克特五级量表，每题为

选项赋值1-5分，用以考察研究对象作为传播主体在对

外传播过程中行为上的积极程度，得分越高，说明答卷

人在对外传播活动中越积极。统计时将该10道题量表

进行赋值标准化，获得1-5分范围内的数字，代表“对外

传播行为指数”。

传播渠道部分包含3道多选题，穿插在其它题目之

中，选项给出多种媒体，考察在海外接受、传播中华文

化的渠道。

身份信息部分包括7道单选题，考察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海外定居时间、出国主要目的、国籍、现居住地

等变量，确定答卷人身份。

2、问卷发放与回收。问卷回收通过问卷星和腾讯

问卷线上工具完成，共收回问卷1486份，其中中文问卷

899 份，英文问卷 587 份。通过设置问题筛选目标人

群，以及设置最低有效答题时间（1分钟），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923份，其中中文问卷431份，英文问卷496份。

研究选用Cronbach 's alpha信度系数对问卷身份

认同程度指数、接受传播行为指数、对外传播行为指数

三个部分量表的信度进行考察。通过信度检验，Cron⁃
bach α 值依次为 0.944、0.952、0.945，均远大于 0.7，在
研究标准范围内，符合要求，此次调查问卷的质量较

高，三个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很高，问卷有较高的信

度，可以作为研究的调查数据。

三、研究结果

在有效问卷形成的 923份样本中，性别方面：男性

数量占 62.0%，女性占 38%；年龄方面：26至 30岁的青

年人占比最大，有 371人，占 40.2%；文化程度方面：大

学本科最多占40.7%，初中生学历和博士及以上学历分

别占4.8%和4.7%。出国年限大多集中在5年以内，2年
以内的占22.8%，2年至5年占35.4%；出国目的，留学占

50.3%，长期定居占 27.6%，因公外派占 22.1%；现居住

地和国籍方面：均是中国占多数。结合样本身份信息

及问卷其它部分数据，比较直观得出以下信息。

（一）华人华侨接受、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特点

1、相对国内人群，华人华侨获取中华文化信息的

行为更具主动性。海外主流社会关注的议题和信息很

少会以中国为核心，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也相对较少。

华人华侨很难依靠当地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获得及

时、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因此，他们要想获取中国

相关信息，需要积极主动去获取。

2、华人聚会等群体传播是其接受传播中华文化的

最主要渠道。统计答卷人接受中华文化信息中对各传

播渠道的使用情况发现，华人聚会、活动是被选频数最

高的选项，占64%，说明华人聚会、活动是华人华侨在海

外获取中国信息的最常用，也是最主要途径。华人华侨

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受众身份是其传播者身份的前提，

华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行为可分为两种：一是传播从

他处获得的中华文化信息；二是传播自己生产的中华文

化内容。通过统计答卷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信息和传播

自身创作中华文化内容时对各传播媒介的使用情况发

现，华人聚会、活动是占比最高的选项，是华人华侨在国

外主动传播中华文化和信息最常用、最主要的途径。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以华人聚会、活动为代表的群

体传播方式，可以有效加强华人间的关系，并分享相似

话题，建构相同的文化语境，增进华人群体的群体感情

与归属意识，是其分享中华文化内容的主要形式。

3、传播形式和途径多样，传统大众传播更主流，网

络使用有所增加。在获取中华文化的途径上，被选频

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报纸占 41.1%、电视占 40.1%、现实

人际传播占 33.7%、广播占 30.9%、门户网站占 40.8%、

强关系社交媒体占19.9%、BBS论坛占19.5%、弱关系社

交媒体占19.3%、网络直播占10.3%、其它占1.4%，在自

选填空中有人提及电话、电子邮件的人际传播形式及

公益活动等具体形式的活动。从中体现出华人华侨在

接受中国相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其中人际

传播、群体传播和传统大众传播形式更为主流，互联网

的作用相对较小。

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途径上，被选频数从高到低依次

是专业媒体占48.5%、现实人际传播占33.3%、弱关系社

交媒体占30.4%、门户网站占30.2%、BBS论坛占26.2%、

强关系社交媒体占 23.4%、网络直播占 0.9%、其它占

1.7%。这体现出华人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

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传统大众传播形式依然是主流。

相较而言，传播过程中网络的使用度比接受过程有所增

加，特别是社交媒体、BBS论坛的使用出现了较大提升。

在传播自身创作的中华文化内容的途径上，传播

途径从高到低依次是专业媒体占 33.4%、门户网站比

23.1%、弱关系社交媒体占 21.9%、现实人际传播占

21.7%、BBS论坛占 18.6%、强关系社交媒体占 17.2%、

网络直播占 5.2%、其它占 0.4%，在传播自身生产内容

的过程中，网络的使用得到了一定提升。在其它一栏

的自选填空中，有提到出版著作和公益讲座，这类精英

化导向的方式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方法。

（二）华人华侨高身份认同程度人群的特征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是由问卷相应题目数据进行标

准化赋值后得出的，总体平均值为3.2568（n=923）。研

究设置了七组变量考察研究对象个体的身份特性，分

别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海外定居时长、旅外主要目

的、国籍和现居地。为探究这七种因素是否构成对身

份认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用以发

现各变量不同组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变量中哪一

组身份认同程度相对较高，并进而使用描述性统计及

多重比较进行进一步判断。通过描述性统计的均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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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及多重比较发现：

1、性别方面：女性答卷人的身份认同程度指数比

男性答卷人高，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1）。

性别

女性

男性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3.6068
3.0421

样本数量（n）
351
572

表1 各性别的身份认同指数

2、年龄方面：体现为高年龄组身份认同程度较

高。其中 50岁以上的群体身份认同程度明显高于 50
岁以下群体，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51-60岁与

60岁以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表2 各年龄层的身份认同指数

年龄

18岁以下

18~25岁
26~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0岁以上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2.7183
3.4116
3.3796
3.4790
3.6426
4.3240
4.3265

样本数量（n）
18
163
371
255
34
22
10

3、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本科以上的较高学历群

体的身份认同程度明显高于其它组别，差异具有显著

性（p<0.05），而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三者之间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3）。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及以上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2.5682
2.9071
2.9898
3.4802
3.4334
3.5597

样本数量（n）
44
94
222
376
144
43

表3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身份认同指数

4、海外定居时长方面：定居在2年以内的组别身份

认同程度高于其它组别，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其它组别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4）。
表4 不同海外定居时长的身份认同指数

海外定居时长

出生即在海外

2年以内

2年至5年
5年至10年

10年至20年
20年以上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3.0674
3.6284
3.2391
3.0328
3.0175
3.1738

样本数量（n）
49
210
327
212
92
33

5、旅外主要目的方面：各组别之间经检验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5）。

表5 不同旅外目的的身份认同指数

旅外主要目的

长期定居

留学

因公务外派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3.2881
3.2333
3.2713

样本数量（n）
255
464
204

6、国籍方面：中国国籍组别比其它国家国籍组别

在身份认同程度指数上有较高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见表6）。
表6 不同国籍的身份认同指数

国籍

中国

其它国家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3.3748
2.8971

样本数量（n）
695
228

7、现居地方面，现居地为其它国家的组别比现居

地为中国的组别在身份认同程度指数上有较高得分，

且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见表7）。
表7 不同现居地的身份认同指数

现居地

中国

其它国家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3.1184
3.6484

样本数量（n）
682
210

其中，国籍和现居国可以交叉构成华人华侨的身

份类型。按照国籍和现居国，根据人们日常习惯的称

呼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类：归国华侨（有海外生活经历、

现居中国的中国国籍居民，n=542）、海外华侨（现居海

外的中国国籍居民，n=153）、外籍在华华人（现居中国

的他国国籍华人，n=140）、海外华人（现居海外的他国

国籍华人，n=87）。
经过描述性统计和多重比较发现，海外华侨是这

四种身份类型中身份认同程度最高的，显著高于另外

三类人群（p<0.05），而外籍在华华人显著低于另外三类

人群（p<0.05）；归国华侨和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程度位

于这两者中间，它们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8）。

身份类型

归国华侨

海外华侨

外籍在华华人

海外华人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3.2289
3.8915
2.6941
3.2284

样本数量（n）
542
153
140
87

表8 不同身份类型的身份认同程度

身份认同的来源可以解释身份类型导致的数据差

异。身份认同因自者与他者的区别而存在，因此对于

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国外的非华人社会环境下比国

内反而要更强，华人群体在国外环境下更具有一致性

和凝聚力。数据显示，国籍是华人身份认同的来源之

一，有着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侨群体，比外籍华人群体拥

有相对更高的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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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在华的华人身处中国，接触到的非华人群体

相对少，较少感受到因自身华裔身份导致的内外群体

差异，他国国籍和国外生活经历使其对中国的归属意

识和民族情感相对薄弱，身份认同程度也明显低于其

它华人华侨群体。海外华侨拥有中国国籍和国外生

活，首先通过“社会类化”，将自己归类为“华人华侨”或

“中国人”，能感知到其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相异性，在有

其他族裔群体比对下这种差异更易于识别；然后是“社

会比较”，国外生活便于他们将华人群体和其生活领域

的其他群体做横向比较；再通过“积极区分”，更能强调

中华文化特色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海外中国籍人

士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程度较高，本研究验证了华

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传播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从而

可将其理解为对外传播的中坚力量。

（三）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其中华文化传播行

为的关系

华人华侨的身份认同与其传播行为的相关性意味

着个体对华人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在行动上越能够

表达出愿意接受和传播中华文化。

问卷经标准化赋值得到“身份认同程度指数”“接受

中华文化行为指数”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行为指数”。

将三项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所示内容（见表9）。

相关性

身份认同

程度

接受中华

文化

对外传播

中华文化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皮尔逊 相关性

显著性（双尾）

N
皮尔逊 相关性

显著性（双尾）

N
皮尔逊 相关性

显著性（双尾）

N

身份
认同程度

1

923
.888**

.000
923

.831**

.000
923

接受
中华文化

.888**

.000
923
1

923
.913**

.000
923

对外传播
中华文化

.831**

.000
923

.913**

.000
923
1

923

表9 身份认同程度与中华文化传播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由皮尔逊相关性系数可知，身份认同程度、中华文

化接受程度、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程度三者两两间皮尔

逊相关系数均大于 0，其显著性概率均为 0.00，远小于

常用置信度0.05，说明身份认同程度、中华文化接受程

度、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程度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

为了研究身份认同程度指数对接受传播行为指数

的影响关系，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海外定居时长、

海外主要目的国籍、现居地这些可能直接影响传播行

为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身份认同程度指数为自变量，

以接受传播行为指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

模型1是本研究回归分析中最基本的模型，只包括控制

变量，主要是检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研究

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身份认同程度指数成模型

2，检验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分析

结果所示（见表10）。

表10 以接受传播行为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变量

控制变量

自变量

变量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海外定居时长

海外主要目的

国籍

现居地

身份认同程度指数

R2

△R2

因变量：接受传播行为指数

模型1
.213***
.134***
.221***
-.187***

.006
-.197***
.202***

.247

.242

模型2
.026
-.011
.029
-.011
.008

-.058***
.017

.858***
.793
.792

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

入变量身份认同程度指数后，新模型2的R2值比模型1
中的R2值有明显的提高，说明身份认同程度指数对接

受传播行为指数产生了影响。身份认同程度指数的回

归系数为-0.858***（sig=0.000<0.001），可见身份认同

程度指数对接受传播行为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了研究接受传播行为指数对对外传播行为指数

的影响关系，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海外定居时长、

海外主要目的国籍、现居地作为控制变量，接受传播行

为指数为自变量，以对外传播行为指数作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研究模型1是只包括控制变量，主要检验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对外传播行为指数的影响。在研究

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接受传播行为指数成模型

2，检验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11）。

注：*代表Sig<0.05，**代表Sig<0.01，***代表Sig<0.001

变量

控制变量

自变量

变量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海外定居时长

海外主要目的

国籍

现居地

接受传播行为指数

R2

△R2

因变量：对外传播行为指数

模型1
.185***
.077*

.238***
-.176***

.006
-.179***
.172***

.206

.836

模型2
-.010

-.045**
.036*
-.005
.001
.001
-.013

.915***
.200
.835

表11 以对外传播行为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

入变量接受传播行为指数后，新模型2的R2值比模型1
中的R2值有明显的提高，说明接受传播行为指数对对

外传播行为指数产生了影响。接受传播行为指数的回

归系数为-0.915***（sig=0.000<0.001），可见接受传播

行为指数对对外传播行为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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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
心理动因、人群画像和传播途径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华人华侨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传播方式

上，华人集会、活动是体现海外华人传播特点的传播方

式，也是其接收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渠道；以社交

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没能获得研究预期中的重视，

海外华人在接受和传播中华文化中更依赖于线下的人

际传播和群体传播。

身份认同程度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海外定居

时长、国籍和现居地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本文研究的

具有海外传播能力的四类人群中，海外华侨的身份认

同程度最高，在华华人身份认同程度最低。

经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身份认同程度、中华

文化接受程度、对外传播积极程度两两存在显著正相

关。在控制相关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身份认同程度对

接受传播行为有显著正影响，接受传播行为对对外传

播行为也有显著正影响。

（一）华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心理动因：身份认

同是主要驱动力

通过相关性分析，身份认同程度越高，中华文化接

受程度越高，对外传播积极程度也越高。当个体将其

华人华侨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作为其自我概念的

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自己确实归属华人华侨群体，也可

以感受到作为群体成员带来的情感意义和价值意义。

该认同通过社会类化、社会比较、积极区分形成。首

先，将自己作为华人群体一员，认识华人群体与其他族

裔群体的相异性；然后将华人群体与其他族裔群体进

行比较；最后通过展现中华文化等方式积极区分，提升

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将自己与中国民族、中华文化以

及中国本身联系起来，让华人华侨有责任、有热情地从

自身出发去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

（二）华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形式：基于相

同身份认同的群体传播

华人华侨群体中，以华人聚会、活动为代表的线下

群体传播是最常见的海外中华文化传播方式。这种活

动很多是华人华侨自发组织的，由自发的个体行为上

升为自觉的群体行为。参与群体或组织的成员所共有

的意识，包括群体感情、归属意识、群体目标和群体规

范。这种有组织的群体行为，使得文化的核心内涵逐

步固化为华人群体的文化特性。同时，这种活动形式

反过来也构建一种华人群体意识，将海外华人凝聚成

一个集体，从而增强华人华侨个体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及民族认同，让其身份认同在这之中得以巩固。

（三）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群画像：高学历中老

年女性为主力

研究结果显示，特定人群具有高程度的民族身份认

同，其主要特征为：女性、50岁以上的中老年、高学历者、

海外华侨。该人群对中华民族的情感更强烈，也更乐于

主动传播中华文化。女性、中老年群体可能由于念旧的

缘故具有更高的身份认同程度；高文化水平的华人华侨

既拥有更高的认同程度，又具有传播甚至主动生产的能

力，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力军；刚出国不久的华人华侨也

持有较高身份认同，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积极的态度；生

活在海外、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和文

化认同，从而成为华人群体传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五、提升华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建议

（一）提升华人华侨的身份认同，打造对外传播的

核心动力

身份认同作为心理动因，直接影响着华人华侨传

播中华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要不断提升华人

华侨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一是在华人华侨群体中建

设更具有一致性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增进其传播

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充分发挥广大华人华侨群体的

主观能动性；二是传播活动应针对归国华侨、海外华

侨、外籍在华华人、海外华人这四大群体，设制相应的

传播内容和传播途径。

（二）推动华人聚会等群体传播活动，形成传递中

华文化的重要平台

无论是接受还是传播，华人聚会、活动目前都是华

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最主要的平台。华人华侨团体开

展的此类聚会性文化传播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

文化节、音乐节都是很好的中华文化传播形式，更有春

节等节日庆典，在很多国家已由华人华侨在做成了具

有中国品牌性质的节日。这些方式不仅可以展现出中

华文化产品的丰富性，还展现了形式多样的中国民俗

习惯，实现文化的多层次、更全面的传播。

（三）融合渠道发展，提升海外文化传播的技术性

和专业性

华人华侨接受和传播文化的渠道选择上存在大量

交叉，通常会采取多种媒介获取信息。因此，对于中华

文化的传播可以采取多元渠道的宣传，通过形式的多

样性使文化传播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一是线上与线下

的结合。线下活动固然可在真实互动中增强华人群体

意识和文化传承，而线上则可提供更便捷的信息获取

渠道。门户网站和新兴的三微一端在传播力上值得期

待，可进一步打造成华人华侨获取中国相关信息的重要

平台；二是专业大众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结合。同时要采

用新的传播技术，提升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准确性。

总之，理解华人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心理动因，推

动华人华侨自我身份认同的建立，拓宽群体传播及大

众传播渠道，有助于华人华侨对中国相关信息的接收，

有助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由于华人华侨在全球分布的广泛性及其群体内部的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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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代价集合”的局面，即从业者所支付的、所感知到的

代价往往并非一种，而是多种类型的代价相互交织、错

综复杂且相互影响。

（二）传媒从业者个体代价呈现的特征

1、个体代价产生的原因更加多样。在田野和文献

材料里，既有必然性原因，也有偶然性原因；既有传统

或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从业者主观的原

因，又有政策、市场、环境等客观原因。因此，在明晰了

个体代价的具体表现之后，就有必要对个体代价展开

深层次的原因探析，再探索相应的代价解决对策。

2、不同的个体代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个体

代价的感知往往与其他代价相互关联，甚至互为因果

关系，并很可能被另一种代价所放大。同时，转型中旧

的代价问题还未解决，新的代价感知又不断滋生，新旧代

价相互叠加，产生的后果远比单一的代价感知更为严重。

3、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个体代价容易发生变异，

其相应的表现形式、性质、影响都会发生转化。比如，

从可逆的或是影响轻微的代价（伦理失范）转变成不可

逆的难以挽回的代价（违法犯罪）。

4、在转型过程中，传媒从业者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会

被他所感知到的代价深刻影响。正因为个体代价普遍

存在且代价是获得发展的必要支付，每个从业者都或多

或少预留了一些代价支付空间，对一定程度内的代价做

出让步。然而这种让步是有一定的阈值的，一旦超过个

体承受的阈值，个体的发展很可能出现嬗变——积极的

嬗变促成个体的再学习、职业角色转换、寻求新发展；消

极的嬗变带来失业、犯罪、自杀等严重的后果。

（三）复合维度视域下的个体代价

代价有产生的先后之分、持续时间的长短之分，自然

在解决的必要性上也有轻重缓急之分。从复合维度来看

（见图1），个体代价既有隐性的，又有显性的，既有眼前

的，又有长期的，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视角。

眼前的、显性的个体代价，往往是转型过程中从业

者个体对自我得失权衡的最直接的方面，也是个体与

组织目标、制度化转型方案冲突最激烈的领域。个体

收入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等代价感知如果不能得到

及时、有效的解决，从业者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这

些个体代价是当前传媒转型纠正失误、稳固人才根源

的最迫切问题。而那些长期的、隐性的代价，往往都是

涉及从业者“个体性”与“社会性”属性的关系博弈，具

有历史性的特征。这种代价表现得比较平和，也不会

催生激进的变革力量，比如个体与组织、制度存在的价

值偏差。但在长期的积累和运动过程中，量变必然会

引起质变，这一类代价最终影响的是整个行业行动的

文化价值观、规范与准则，产生颠覆性的变革效果。

图 1 复合维度视域下的个体代价

隐性代价

眼前代价

显性代价

长期代价

迄今为止，传媒转型大多表现为一种“被动式转

型”——因为技术、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媒体机构

与从业者个体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而被迫做出转型，普

遍缺乏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理想的传媒转型更应该

是一种“主动式转型”——为了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对

整个行业做出长期发展规划，并根据技术、社会等实际

因素进行合理而灵活的调整，这是本研究的实践与社

会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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